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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在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

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并在中国各民族共同发展中不

断巩固与壮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中国史，

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

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

国的历史。”①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中华大地

上的各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

一性、整体性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

交流交融，逐渐凝聚成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族共同

体，而发端于先秦时期的华夏认同也历经演进，上升

为超越族际的更高层次的认同。

一、华夏民族的形成

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华大地，并具有鲜明的多元

特点。中华文明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显露出一定

的区域特点；到了新石器时代，这一特点进一步发

展，表现为许多各具特色的文化区系，以及各区系

内的不同类型。这些表现在考古文化上的不同区

系或类型，与传说中远古各部落的活动具有一定关

联性。②同时，各区域文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内在联

系与统一的趋势，说明中华民族的先民在起源时期

即存在联系，并表现出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当

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

体的格局”。③

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远古传说研究表明，

分布于黄河流域的各部族经过长期的交融发展，逐

渐形成了炎黄集团与太昊少昊集团。二者在黄河中

下游进一步交汇融合，成为夏、商、周三族的主要来

源。经过夏、商时期的交融发展，至西周时期，以中

原为中心，原夏、商、周三族互相融合，并吸收其他部

落集团的成分，形成了华夏民族的雏形。周实行大

封建，统“天下”于一尊，即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④周人将分封的诸侯称

为“诸夏”，将包括原夏、商统治区域在内的整个周诸

侯分布之地统称为“区夏”。西周初期将京师之地称

为“中国”，后该词的指称范围又扩大到整个“诸夏”，

常以“中国”称“诸夏”；同时具有了族类的含义，用以

指称形成中的华夏民族。

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非华夏各族内徙，形成了

各族交错杂处的局面，加强了华夏民族的认同感。

春秋时期，诸夏又称诸华，或合称华夏，包含有民族

文化优越感。华夏民族深感异族内迁给华夏文明带

来的危机，因此强调“夷夏之辨”。在当时“礼崩乐

坏”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往往强调遵行周礼，以是否

遵行华夏礼乐文明为区分夏、夷的最高标准，但同时

也没有忽略夷、夏的族类差别，注意到夷狄与华夏在

语言、习俗、经济生产方式等方面的不同，“诸戎饮食

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戎狄荐居，贵

货易土”。⑤孔子作《春秋》，强调在大一统下明“华夷

之辨”，以是否符合西周礼乐文明为区分的标准：合

于周礼者为华夏，违背周礼者为夷狄。因而认为夏、

夷可互变，夷用夏礼，即夷的行为符合周的礼乐文

明，夷则进而为夏；夏用夷礼，则退而为夷。但孔子

同时也强调夷、夏在习俗文化方面的不同，在论及管

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时，赞叹：“微管仲，吾

其披发左衽矣。”⑥孔子认为周文化优越于其他文化，

因而强调“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但认为夷狄是可以

教化的，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

则安之”。⑦春秋诸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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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夏之辨”，但它是大一统下的“夷夏之辨”，具有兼

容并包的一面，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战国时期，中原地区经过剧烈的分化、兼并、吸

收、统一，只剩下了齐、韩、赵、魏几个大国和在它们

夹缝中的几个附庸小国。在春秋时期被称为夷狄的

许多内迁民族，至战国时期已为华夏所吸收、融合。

南方的楚国在春秋前期就已完成了对诸蛮的统一，

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至战国时已与中原的华

夏相认同。分布在西北、北方的戎狄也随着秦、晋、

燕等诸侯国的发展，逐渐与华夏民族交融，成为华夏

民族的组成部分。华夏民族经过长期的发展、吸收

与融合，至此成为一个稳定的民族共同体。⑧

随着夷、夏杂居局面的结束和华夏民族共同体

的稳定，出现了华夏(又作“中国”)居中、“戎夷”分布

四方的“五方之民”的观念：“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

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

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

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

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

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

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

狄鞮，北方曰译。”⑨这一时期内迁的“夷狄”已经融为

华夏，“夷夏之防”不再被强调，因而有关夷夏的记述

也着重于言语、饮食、风俗等民族差异及其原因。这

种华夏(“中国”)与周边“戎夷”共同构成“天下”的观

念也见于当时的其他文献。如《管子·小匡》即有“东

夷、西戎、南蛮、北狄、中国诸侯”并举的记述。⑩华夏

(“中国”)居中，为五方的核心；夷、蛮、戎、狄配以东、

南、西、北，居周边四方。“五方之民”共“天下”的观念

与战国时期诸侯兼并的统一趋势，促进了大一统思

想的发展，为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汉唐大一统与华夏的凝聚发展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

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

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

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

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

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

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

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

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

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

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

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秦汉的统一，特别是两汉 400余年的大一统，促

进了多民族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伦理等

各方面的进一步统一与发展。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

的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边疆民族，在这一时期逐渐

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的稳定民族共同体——汉

族，并以空前繁荣的经济文化、众多的人口和广大

的地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核心。费孝通指

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

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

内地与边疆、“中国”与“四夷”一统的观念得到加强。

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使产生于

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完成了由理论到现实的过

渡，并得以在大一统政治实践中总结、完善、提高，最

终确立下来。经历了两汉的大统一，大一统思想和

“华夷一统”观念已经深植于人们内心深处，成为牢

固不可动摇的信念。成书于西汉的《史记》是中国第

一部全国性的通史，改变了先秦时期诸侯封建、各有

国史、周室与诸侯并列、分国割据的历史叙事，建立

起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史记》十二本纪上起五

帝，下迄秦汉，一脉相传，建构起华夏正统谱系，并以

此为中心将全国统在一起。《史记》第一次为少数民

族列传，把少数民族作为王朝国家的臣民载入全国

性史书中，正是“华夷一统”思想的具体表现，奠定了

中华民族整体历史观，成为以后历代王朝修史的典

范。秦汉的统一，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

自东汉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边疆民族

大规模内迁，在北方地区形成了各民族错处杂居的

局面。西晋末年，政治黑暗，汉族大量流向边远地

区，从而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边疆民族在汉文化的

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向中原地区展开更大规模

的迁徙。晋室东渡，汉族大量南迁，促进了南方经济

文化的发展。

内迁各族纷纷建立政权，在广大北方地区形成

了所谓“五胡十六国”割据的局面。内迁的少数民族

主动接受汉文化，在其统治范围内努力推行汉化政

策，并接受大一统思想，以华夏正统自居，作为自己

政权合法性的思想武器。入主汉地的各少数民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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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自称是炎黄等传说中的华夏先王之后，从族源上

认同华夏。如大夏国建立者赫连勃勃自称“大禹之

后”，前燕、后燕、西燕、南燕立国者鲜卑慕容氏则称

“其先有熊氏之苗裔”，曾统一北方并欲夺取江东的

氐秦苻氏称“其先盖有扈之苗裔”，北魏建立者鲜卑

拓跋氏自称“轩辕之苗裔”，建立北周的鲜卑宇文氏

则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这类攀附虽然是统

治者出于政治目的所进行的建构，但也反映了当时

多民族杂居交融状态下的一种社会共识，从一个侧

面反映了内迁各族对华夏的认同。

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以汉魏正统自居，重用

汉族士人，以儒学思想为政治指导，促进鲜卑族的汉

化，将北方民族的融合与汉化推向更深层次。北魏

完成了对北方的统一，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战

局面。孝文帝将国都南迁洛阳，全面推行汉化改革：

明令禁止鲜卑人胡服；推行汉语，“断诸北语，一从正

音”；又令鲜卑人改汉姓，与汉人通婚，加速与汉族的

融合。这些改革措施大大加快了北魏的汉化进程，

基本上完成了南迁鲜卑人与汉人的融合，同时也促

进了北方其他民族的融合。北魏治下的汉族士人以

作为魏臣而自豪，盛赞北魏“奄有中华”，尊颂孝文帝

为“四三皇而六五帝”。就连南朝士人也不禁由衷

感叹北朝的繁荣，“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

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

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发展。内

迁各族积极推行汉化政策，并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

任，以华夏正统自居；在政治上逐渐由割据走向统一

的同时，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南北文化差异逐渐缩

小。与此同时，大量汉人南迁，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各

族的交融以及汉文化在南方地区的进一步发展。这

些为后来隋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结束南北朝并立、完成全国统一的隋朝及继起

的唐朝，最高统治集团都出自由鲜卑和汉族等交融

而成的关陇集团。长期生活在民族大融合的北方，

与鲜卑族有着浓厚的血缘关系，这些都决定了统治

者对待少数民族更为包容开放。唐太宗坚持“中国

既安，远人自服”的怀柔原则，表现出对少数民族的

信任，强调“不必猜忌异类”，“四夷可使如一家”，宣

称“我今为天下主，无问中国及四夷，皆养活之。不

安者，我必令安；不乐者，我必令乐”；又说“自古皆贵

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

母”。这种“华夷一家”的思想使其受到各族的尊敬

与拥戴，“诸蕃君长诣阙顿颡，请太宗为天可汗”。

中原皇帝兼有北方游牧民族“天可汗”称号，“增加了

胡汉结合的时代特点”，表明唐王朝“在继承中原传

统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鉴了北方草原民

族的政治文化”。励精图治与相对开明的民族政

策，造就了唐代“四夷宾服”的辉煌盛世。

秦汉大一统奠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

础，促进了中原与边疆各民族交融发展；华夏族发展

为汉族，中华民族的凝聚核心作用进一步强化。此

后虽经魏晋南北朝政权分立，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继续发展，内迁各族以华夏正统自居，积极学习汉

文化，中华民族整体性和向心力日渐增强，迎来了隋

唐更大规模的统一。唐王朝的空前统一与繁荣促进

了大一统政治下的各民族交流与融合，加强了各民

族的华夏认同，“前王不辟之土，悉请衣冠；前史不载

之乡，并为州县”，推动了“华夷”共同体的巩固与发

展——正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大唐盛世。

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民族交融与华夏认同

唐末中国再度进入政权分立、民族大迁徙与大

融合时期。宋削平内地割据势力，结束了五代十国

的动乱，实现了黄河流域及以南地区的统一，与北方

的辽及后继的金、西北的西夏形成并立之势。宋据

中原，以华夏文化的承继者自居，尽管因国力较弱而

无法实现汉唐大一统之治，但始终坚持大一统理念，

强调宋虽与辽金并立，却是“天下”的正统。

与五代、北宋并立的是由契丹人建立的辽朝。

契丹源出鲜卑，唐末其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崛
起，建契丹国(后称辽)。此后契丹又东灭渤海国、南

下中原，发展成为统有广大北方地区的强大政权。

辽政权既保有草原游牧民族的传统，又受到中原政

治制度的影响。根据南北地区民族、文化的不同，实

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

汉制待汉人”，“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

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

随着民族交融与汉文化影响，契丹文化快速发

展，并仿汉字创契丹文；同时积极学习中原文化，表

现出对华夏文化的高度认同。辽朝统治者在注重民

族文化发展的同时，亦以中华自居。据《松漠纪闻》

载，辽道宗时“有汉人讲《论语》至‘北辰居(其)所而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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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拱之’，道宗曰：‘吾闻北极之下为中国，此岂其地

邪?’至‘夷狄之有君’，疾读而不敢讲。则又曰：‘上

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

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辽朝统治者以文明高低作

为区分华夷的标志，认为契丹文明已“不异中华”。

辽朝尊孔崇儒，自居中华正统，将当时的南北政权并

立局面比作南北朝，自称“北朝大辽国”，甚至为标榜

辽朝正统而欲“以赵氏初起事迹，详附国史”。金灭

辽，辽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西走，在西域复建辽政权，

“尊号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期复大业，以光中

兴”。西辽在很大程度上是辽朝的延续，“不仅在种

族和王统继承方面，而且在典章制度和文化传统方

面也是如此”，大大拓展了汉文化的传播与影响。

与辽宋并峙的还有立国于今宁夏一带、由党项

人建立的大夏政权，史称西夏。党项是羌人的一支，

于唐后期兴起于西北。唐末至宋初，其首领先后以

唐、宋节度使身份统治西北。11世纪前期，其首领

元昊称帝，仿华夏制度设立官职，并开科取士，州

县遍设学校，分有“蕃学”(党项学)和“国学”(汉学)
两类学校；又建立太学，教育以儒学为主。党项统

治者虽自称“番”，并创制文字(时称“番文”)，但同

时学习汉文化，“继承并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显

示出西夏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认同，也证明其对中国

的高度认同”。

继辽而起的金朝是由地处东北的女真人建立

的。在灭辽、北宋的过程中，金朝初仿辽制，实行女

真旧制和汉制并行的双重体制，后改行汉制，“城郭

宫室，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金灭北宋不过

30年，就“已接受中原王朝的正统观念，基本完成了

从北族王朝到汉化王朝的转变”。随着金的南下，

大批女真人迁出故地，散居契丹人、汉人地区，促进

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居于汉地的女真人学习汉

文化，迅速走上了汉化道路。熙宗推崇并积极学习

汉文化，被称为“宛然一汉家少年子”。世宗太子允

恭“读书喜文，欲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如魏孝

文”。女真普通民众所受汉文化影响则更多地表现

在社会习俗、服饰的汉化，以及说汉语、改汉姓等日

常生活方面。

同时，金朝统治者注重保持女真传统风俗，入主

汉地后，强令汉人改从女真之俗。面对女真人的汉

化，世宗、章宗时曾多次发布“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

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等禁令，并力倡学习和使

用女真语、女真文，保持骑射传统，但这与金朝学习

和继承华夏传统文化并不矛盾。入主中原的金朝

已将自己纳入中华统绪之中，即便是力图保持女

真旧俗的世宗、章宗也致力于学习中原典章文

化。世宗曾下令将五经译为女真文，“正欲女真人

知仁义道德所在耳”。章宗“正礼乐，修刑法，定官

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金统治者奉行尊

孔崇儒政策，北方儒学几乎与南方同步发展。金

以华夏正统自居，熙宗就说：“四海之内，皆朕臣子，

若分别待之，岂能致一。”海陵王则明确表示，“自古

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以为正统”，志在统一全国，

实现真正的大一统。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

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

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

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

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

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

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

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

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

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

到升华。

由蒙古族建立的元朝结束了五代以来长期分裂

的政治局面，实现了空前的大统一。蒙古族在兴起

和建立元朝过程中即注重学习汉文化；入主中原后，

以华夏正统王朝自居，表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

同。元世祖忽必烈在《即位诏》中宣称：“朕惟祖宗肇

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祖述变

通，正在今日。”明确表示将参用中原王朝的体制改

变“文治多缺”局面。同时采用中原王朝建元之制，

“建元表岁，示人君万世之传；纪时书王，见天下一家

之义。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强调新

政权的华夏正统地位。又建国号为大元，“盖取《易

经》‘乾元’之义”，表示“诞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

有美名，绍百王而纪统”，表明他所统治的国家，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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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国历代王朝的继续。忽必烈又

命国师八思巴“创为蒙古新字，译写一切文字，期于

顺言达事”，以实现“书同文”的大一统之治。为了显

示元王朝的正统性，元朝统治者又继承中国历代王

朝为前朝修史的传统，为辽、宋、金朝修史，“三国各

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既反映了蒙古统治者以中华

正统自居，又反映了元人“天下一家”、不辨华夷的中

华整体观念。

元朝是中国少数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政

权，它所实现的空前统一，打破了分裂割据时期的此

疆彼界，将各民族置于一个大熔炉中，促进了各民族

的大交流、大融合。元朝时期，原金国治下的契丹、

女真等民族大都已汉化，蒙古族和其他边疆民族又

陆续内迁，在更大范围内与各族杂居，促进了各民族

间的进一步交融，强化了华夏认同与中华整体意识。

四、明清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华夏认

同的升华

明太祖朱元璋在其讨元檄文中宣称，自古“中国

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元以北狄入主

中国……实乃天授”，“及其后嗣沉荒，失君臣之道”，

“使我中国之民，死者肝脑涂地，生者骨肉不相保”，

因而喊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

民”。明以元为“天授”正统，并不反对蒙古“以北狄

入主中国”，只是反对元末君臣的腐朽统治，“救济斯

民”，从而表明自己是代元而有天下的新朝。明太祖

多次表示“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国，

将及百年”，“天生元朝……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

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一

统”，强调元朝的正统性，以彰显明朝继元统治的合

法性。明朝诸帝反复强调“华夷一家”，宣称“朕既

为天下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表示“华

夷本一家，朕奉天命为天子，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皆

朕赤子，岂有彼此?”

有明一代，退据塞外的蒙古统治者仍不忘中原

旧地，祈盼有朝一日再“回转过来着落于成吉思汗的

黄金家族”，恢复故元统治。蒙古统治者仍以“大元

汗”自称，如被誉为“中兴之主”的巴图鲁蒙克称达延

汗(《明史》又作歹颜哈、答言罕)，即“大元汗”。达延

汗之孙、漠南土默特蒙古首领俺答汗也多次南下攻

明，声言“将摧毁汝之大方城(指明京师)等城镇，夺取

汝大政恢复我大统”。这种天下一统于蒙古的信

念，还反映在明成祖系元顺帝遗腹子的传说中。这

一传说不仅见于《蒙古源流》《蒙古黄金史纲》、罗卜

藏丹津《黄金史》等蒙古史书，也盛传于蒙古民间《大

元太子和真太子》等传说中，它从一个侧面“说明在

中原居留百余年的部分蒙古人，不仅在经济上适应

了汉族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也

适应了汉族的传统”，“因而积极制造和传播这个故

事，藉此证明元运不衰，仍在统治中国”，反映了蒙

古族等少数民族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

的认同。

清起于东北，原是一个由满人建立的边疆政

权。然其入关代明，继承了中原王朝的制度与文化，

以华夏正统自居，以建大一统之功为己任，完成了对

全国的统一，建立空前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

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清朝对原明朝州县治理

下的地区，沿用明朝旧有治理体制，实行直省统治；

对广大北部和西部边疆地区，实行不同于直省的理

藩体制进行管理。清朝虽然对这些地区的治理方式

不同，实施的政策法规有别，但都服从于以中原传统

王朝体制为主体的君主集权统治，以保证清朝对版

图内所有地区的有效治理。

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强调继明而

有“天下”，是明朝的直接继承者。清朝祭祀历代帝

王，旨在强调清朝继承中国历代王朝的统绪；将辽金

元帝王均列入，旨在向世人表明非汉族帝王亦可据

有正统，进一步证明清朝统治的合法性。为了树立

“大一统”正统王朝的形象，清朝大力提倡尊孔崇儒，

立太学，行科举，推崇程朱理学。康熙帝强调理学的

君臣、父子伦理，以君臣关系驳斥“华夷之辨”。雍正

帝则更在《大义觉迷录》中，系统阐发自己的大一统

理论，首先强调“有德者可为天下君”，“舜为东夷之

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夫天地以

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

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上天厌

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强调清

朝统治是应受天命，不容毁谤，进而指出在清朝“大

一统”政治下，所谓“华夷之别”，只是地域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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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清朝“所承之统，

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

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

也”。雍正帝驳斥汉人对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歧视：

“今日蒙古四十八旗、喀尔喀等尊君亲上，慎守法度，

盗贼不兴，命案罕见，无奸伪盗诈之习，有熙皞宁静

之风，此安得以禽兽目之乎!”强调尊君守法的“大

一统”之治。

康雍两朝的稳定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

流，至乾隆帝统治时期，社会稳定繁荣，一派盛世景

象。乾隆帝不再如其父祖那样以君臣之义掩饰华夷

之别，而是明确以华夏自居。在乾隆帝看来，清朝是

据有大一统之实的无可争辩的正统王朝，不仅作为

统治民族的满人是华夏，就连清朝大一统王朝中的

其他少数民族也已不是“夷狄”，而是与汉人同为华

夏：“蒙古、汉人同属臣民……且以百余年内属之蒙

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

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按照乾隆

帝的观点，只要是居于清朝大一统政权下的民族均

为华夏，只有尚未被纳入版图的民族才是“夷狄”。

按照这一理论，随着清朝对全国统一的完成，整个清

朝版图之内的各民族俱为华夏，而以外为夷狄。

清朝统治者与金元王朝统治者一样，出身边疆

少数民族，且在进入中原前即已建立政权，入主中原

后并没有割断与“龙兴之地”的联系，仍保持着对故

地的有效统治，以“祖宗根本之地”而予以格外重

视。满人与前代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一样，在大一

统思想引导下，采用中原典章制度文化，强调其政权

为中原历代正统王朝的继承者，以华夏正统自居，在

保留自身语言、习俗等的同时，继承和弘扬由各民族

共同创造的中华传统文化。华夏认同超越族类，上

升为更高层次的认同，进而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认同，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中华民族先民们经过夏、商、西周时期的交融发

展，于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一个稳定的华夏民族

共同体。随着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确立与发展，

华夏民族进一步吸收、融合边疆民族，发展成为人数

众多的汉民族。经过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内迁

各民族以华夏自居，中华民族的内在联系与整体性

逐步加强。隋唐大一统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与

华夏认同，而此后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背景下

各民族进一步交融发展，华夏认同发展为超越族类

文化认同之上的更高层次的认同。元朝规模空前的

大统一促进了中华各民族间的交融凝聚，强化了这

种超越族类的共同体意识。历经明、清时期各民族

的交融发展，华夏作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认同，成为

中华民族和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身份标志。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并在近代各族人民反对列强

入侵的救亡图存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得到进一步升

华，化为凝聚中华民族的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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